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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戈登对宏观经济学的贡献


陈乐一　张 丹

摘要：罗伯特·戈登是美国著名的宏观经济学家，主要致力于通货膨胀与失业、经济周期、长期

经济增长和生产率等领域的研究，２０１４年美国经济联合会授予其“杰出会士”荣誉称号。戈登对宏

观经济数据的准确测度展开了大量细致的研究，其编制的与产品质量相挂钩的价格指数以及估算

的时变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都是相关领域的标准范式。他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美国经济周

期进行测量，从根本上改变了学者们对战前与战后经济周期的差别认识。在近期关于信息技术对

美国生产率增长和长期经济增长影响的讨论中，戈登持悲观态度，他认为除信息技术以外，还存在

不平等加剧等多重阻力会影响美国经济的长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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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当代著名的宏观经济学家罗伯特·詹姆斯·戈登（ＲｏｂｅｒｔＪａｍｅｓＧｏｒｄｏｎ），简称罗伯特·Ｊ．

戈登，出生于经济学世家，其父亲罗伯特·阿伦·戈登（ＲｏｂｅｒｔＡａｒｏｎＧｏｒｄｏｎ）也是著名的经济学

家，简称罗伯特·Ａ．戈登，曾担任美国经济学联合会会长。值得一提的是，罗伯特·Ａ．戈登和罗伯

特·Ｊ．戈登父子有时均简称为罗伯特·戈登，鉴于本文主要评介罗伯特·詹姆斯·戈登的学术贡

献，所提及的罗伯特·戈登特指罗伯特·Ｊ．戈登，行文中通常简称为戈登。

戈登于１９４０年出生于美国伯克利；１９６２年获哈佛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１９６４年获牛津大学哲

学、政治和经济学学士学位，１９６７年获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１９６７－１９６８年任哈佛大学经济学助

理教授，１９６８－１９７３年任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助理教授；１９７３年升任美国西北大学经济学教授，１９８７

年至今兼任美国西北大学社会科学斯坦利·哈里斯（ＳｔａｎｌｅｙＧ．Ｈａｒｒｉｓ）讲席教授。此外，戈登曾任

美国博斯金委员会（Ｂｏｓｋｉｎ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ＮＢＥＲ）经济周期测定委员会和经济

政策研究中心（ＣＥＰＲ）的主要成员。鉴于戈登长期以来对宏观经济学做出的突出贡献，２０１４年被美

国经济学联合会授予“杰出会士”（ＤｉｓｔｉｎｇｕｉｓｈｅｄＦｅｌｌｏｗ）荣誉称号。

戈登以其通货膨胀与失业、经济周期、长期经济增长和生产率增长方面的研究而闻名于学界，在

《美国经济评论》（犃犈犚）、《计量经济学报》（犈犮狅狀狅犿犲狋狉犻犮犪）、《政治经济学期刊》（犑犘犈）、《经济学和统计学

评论》（犚犈犛）等国际顶级期刊公开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他的主要著作有《美国商业周期》（１９８６）、《耐

用消费品价格的测度》（１９９０）、《新商品经济学》（１９９７）、《生产率增长、通货膨胀与失业》（２００３）和《美

国增长的起伏》（２０１６）。其中《美国增长的起伏》一书荣获众多奖项与荣誉，例如，彭博视点“改变保守

主义思想的五本书”、彭博社“５０本最有影响力”榜第３６位、２０１６年彭博社最佳图书、２０１６年彭博视

点的伟大历史著作等。因此，戈登也被评选为２０１６年彭博全球５０位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除

此之外，戈登广受欢迎的教材《宏观经济学》（１９７８年初版，２０１２年再版至第１２版），首次将理性预

期假说纳入菲利普斯曲线进行分析。本文通过对戈登重要文献的梳理，主要从通货膨胀与失业、

经济周期、长期经济增长和生产率增长四个方面评述他对宏观经济学的重要学术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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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通货膨胀与失业研究

戈登在通货膨胀与失业领域取得了重要的研究成果，他编制了与产品质量挂钩的投资品和耐用

消费品价格指数，呼吁人们关注重要的测量偏差。他挑战传统理论中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ＮＡＩ

ＲＵ）固定不变的观点，重新估计时变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成为该领域的标准分析范式。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美国经济出现“滞胀”现象，原有的菲利普斯曲线无法对这一现象进行解释，戈登通过构建

三角模型研究发现，影响通货膨胀率变化的三个因素主要是通货膨胀惯性、需求冲击和供给冲击，不

利的供给冲击导致供给曲线向上移动，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呈同向增长，很好地解释了美国“滞胀”

现象。随后，戈登多次改进和完善三角模型，不断丰富和完善通货膨胀动态特征的理论研究，通过和

其他菲利普斯曲线形式的实证对比研究，证明三角模型的稳定性。

（一）通货膨胀方面的研究

１．价格指数的编制。大量经济学家把注意力集中在不同历史时期产出和生产率增长的加速或

减速问题上，很少关注经济数据的测量偏差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几十年来，美国劳工统计局和其他

政府机构编制的官方价格指数接二连三地受到批评，因此，戈登为消费者和生产者提供了一套详细

的替代价格指数，其所著的《耐用消费品价格的测度》（Ｇｏｒｄｏｎ，１９９０）一书构建了１９４８－１９８３年美国

１０５种投资品和耐用消费品价格指数，该价格指数与产品质量相挂钩，至今是这一领域的范本。戈

登的主要结论是：生产者耐用设备的价格上涨率每年比国民收入和产品账户生产者耐用设备价格上

涨率低３个百分点，战后时期生产者耐用设备的投资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较战前增加了两倍，而

官方报出的该比率几乎保持不变，这一结论对美国战后经济分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２．价格指数存在的测量偏差。１９９５－１９９７年，戈登作为博斯金委员会主要成员之一参与了美

国消费者价格指数（ＣＰＩ）的评估工作。博斯金委员会研究发现消费者价格指数的变化每年将生活成

本的变化高估了约１．１个百分点（Ｂｏｓｋｉｎ，Ｄｕｌｂｅｒｇｅｒ，Ｇｏｒｄｏｎ，ｅｔａｌ，１９９７），也就是说，如果以ＣＰＩ

变化百分比衡量的通胀率是３％，那么生活成本的真实变化大约是２％。这种偏差可能看起来很小，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影响是巨大的。该委员会将ＣＰＩ的偏差归为四个来源。

（１）质量变化偏差。产品质量的改进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消费者实际获得的效用，但是没有反

映在ＣＰＩ的计算中。质量变化偏差是造成美国ＣＰＩ总偏差的主要原因，据统计，美国ＣＰＩ平均每年

被高估１．１％，其中新产品和质量变化偏差高达０．６％。

（２）新产品偏差。通常价格指数忽略了新产品的福利收益以及新产品进入市场初期价格降低的

福利提高效应。当引入新产品时，比如室内空调，我们并没有考虑到消费者在炎热的夏天可以在凉

爽的室内工作、休息而提高的消费者福利。另外，新产品通常在上市早期经历价格的下跌，因为制造

商需要扩大产能，实现规模经济，然而，新产品的价格指数在几年后才会被引入官方价格指数计算。

（３）替代偏差。当商品相对价格变化时，消费者会选择购买相对便宜的商品来替代相对昂贵的

商品，而消费者价格指数（ＣＰＩ）是采用固定支出权数的拉氏类型的指数公式来计算，因此不能反映产

品相对价格变化所引起的替代偏差，该类型的偏差每年为０．４个百分点。

（４）销售渠道替代偏差。各个销售渠道的价格并不完全相同，例如沃尔玛出售食品的价格通常

要低于普通超市，消费者选择价格相对低的销售渠道进行消费，但是价格数据从固定的销售渠道采

集，计算中并未考虑这些变化，因此产生了销售渠道替代偏差，此类偏差约为０．１个百分点。

基于以上分析，戈登（Ｇｏｒｄｏｎ，１９９９ａ）明确区分了“生活成本指数”与“消费者价格指数”。“生活

成本指数”衡量的是维持恒定效用水平的成本，包括美国在内的大多数国家，“消费者价格指数”衡量

的是购买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只有在没有新产品、现有产品质量没有变化、消费者偏好没有变化、相

对价格没有变化的假设下，消费者价格指数才等同于真实的生活成本指数。然而，一旦这些假设被

取消，我们就会发现消费者价格指数偏离生活成本指数。例如，开发出一种受消费者热切欢迎的新

产品（空调、电视机或录像机），那么仅包含固定市场一揽子旧产品的ＣＰＩ将低估消费者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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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失业方面的研究

失业理论一直是宏观经济研究的重要内容，而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ＮＡＩＲＵ）的测算是该领

域的研究重点之一。ＮＡＩＲＵ是失业理论的重要概念，合理估计ＮＡＩＲＵ的数值，有助于引导宏观经

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前，美国经济中失业与通货膨胀之间存在权衡关系，通过实

际失业率与ＮＡＩＲＵ的比较可以有效地预测通货膨胀的走势。当实际失业率低于ＮＡＩＲＵ时，宏观

经济可能出现通胀，当实际失业率高于ＮＡＩＲＵ时，可能出现通缩。这一时期，戈登（Ｇｏｒｄｏｎ，１９７７；

Ｇｏｒｄｏｎ，１９８２）及诸多学者利用传统方法估算的ＮＡＩＲＵ大约为６％。但是，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美国

经历了战后最稳健的“黄金增长期”，当失业率低于ＮＡＩＲＵ时，通货膨胀率并没有明显上升。学者

们重新对ＮＡＩＲＵ进行计量分析，例如，Ｓｔａｉｇｅｒｅｔａｌ（１９９６）认为１９９０年的ＮＡＩＲＵ可能在５．１％～

７．７％之间波动，戈登（Ｇｏｒｄｏｎ，１９９７）指出该置信区间跨度过大，几乎所有文献的估计值都落入该区

间中，此结论是没有经济意义的。

戈登（Ｇｏｒｄｏｎ，１９９７）采用１９５５－１９９６年的季度数据，并构建“随机时变参数”回归模型，重新估

计了ＮＡＩＲＵ的数值。基本公式如下：

狆狋＝α（犔）狆狋－１＋β（犔）（犝狋－犝
犖
狋）＋χ（犔）Ζ狋＋犲狋 （１）

犝犖
狋 ＝犝

犖
狋－１＋ε狋 （２）

公式中，犝犖
狋 是ＮＡＩＲＵ，误差项ε狋 是白噪声。假定ε狋＝０，犝

犖
狋 则是固定值，即戈登之前估计的

６％；假定σε＝０．４，则ＮＡＩＲＵ是高度可变的。戈登考虑到ＮＡＩＲＵ的变化应该较为缓慢，因此调整

σε＝０．２，使用最大似然方法进行再估计，得出１９５５－１９６６年的时变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ＴＶ

ＮＡＩＲＵ）的序列。研究发现，１９５５－１９９６年ＮＡＩＲＵ的数值在５．３％～６．５％之间变动，在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末到８０年代中期达到顶峰，随后一直持续下降。以ＧＤＰ平减指数为例，ＮＡＩＲＵ从高峰时

期的６．５％下降到５．７％。从分析结果可知，戈登利用新方法估算出的ＮＡＩＲＵ要低于传统的ＮＡＩ

ＲＵ，也说明假定 ＮＡＩＲＵ 固定不变是不合理的。此后，戈登的时变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成为

ＮＡＩＲＵ的标准分析范式。在认识到ＮＡＩＲＵ出现显著下降趋势后，包括戈登在内的诸多著名经济

学家对此提供了许多解释，如人口统计特征、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劳动力市场和产品市场的变化等都

是导致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后期ＮＡＩＲＵ下降的主要原因（Ｇｏｒｄｏｎ，１９９８）。自２００７年以后，ＮＡＩＲＵ

又出现快速增长，回到了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最高值（Ｇｏｒｄｏｎ，２０１３ａ）。

（三）通货膨胀与失业的关系研究

Ｐｈｉｌｌｉｐｓ（１９５８）最先提出了反映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之间替代关系的原始菲利普斯曲线，随后，

经济学家们对此展开了广泛的研究。新古典综合派的代表Ｓａｍｕｅｌｓｏｎ＆Ｓｏｌｏｗ（１９６０）提出了修正

的菲利普斯曲线，将原始菲利普斯曲线中的货币工资增长率替换为通货膨胀率。货币主义学派的代

表Ｆｒｉｅｄｍａｎ（１９６８）提出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及自然失业率假说，否定了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之

间稳定的替代关系。理性预期学派的代表人物Ｌｕｃａｓ（１９７３）认为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通货膨胀率

与失业率的替代关系都不存在。随着供给冲击理论的出现，菲利普斯曲线的发展出现新的理论分

流，一种是戈登（Ｇｏｒｄｏｎ，１９８２）提出的三角模型，另一种是新凯恩斯主义菲利普斯曲线模型（Ｃａｌｖｏ，

１９８３；Ｇａｌｉ＆Ｇｅｒｔｌｅｒ，１９９９）。

１．三角模型的提出。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美国经济出现“滞胀”现象，原有的菲利普斯曲线无法对这一

现象进行解释。戈登（Ｇｏｒｄｏｎ，１９７７）在Ｆｒｉｅｄｍａｎ（１９６８）菲利普斯曲线的基础上加入了供给冲击。随后，

戈登（Ｇｏｒｄｏｎ，１９８２）进一步将通货膨胀惯性也引入到菲利普斯曲线中，首次提出三角模型，认为影响通

货膨胀率变化的三个因素主要是通货膨胀惯性、需求冲击和供给冲击，标准三角模型的框架为：

π狋 ＝犆＋α（犔）π狋－１＋β（犔）（犝狋－犝
犖
狋）＋γ（犔）狊狋＋ε狋 （３）

其中，π狋为通货膨胀率，Ｃ为常数项，通货膨胀率的滞后值π狋－１表示通货膨胀惯性，犝狋－犝
犖
狋 代表

需求冲击，狊狋代表供给冲击（例如包括石油相对价格的变化和非石油进口产品相对价格的变动等），ε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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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连续不相关的误差项，犔是滞后算子的多项式。戈登认为通货膨胀不是一种货币现象，不需要工

资等变量来解释通胀行为，因此在上述模型中剔除了工资变量。

此三角模型也能够用来解释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的“金发女孩经济”（ｇｏｌｄｉｌｏｃｋｓｅｃｏｎｏｍｙ）现象（Ｇｏｒ

ｄｏｎ，１９９８），即失业与通货膨胀都处于低水平的现象。

２．三角模型的改进。三角模型出现以来，一直保持着相同的解释变量和滞后值，戈登对实证检

验方法进行了多次改进。（１）将时变自然失业率应用于三角模型。在早期构建的三角模型中，戈登

使用了不变的ＮＡＩＲＵ，随着ＮＡＩＲＵ估计偏差增大，戈登（Ｇｏｒｄｏｎ，１９９７）提出利用随机时变参数回

归模型对ＴＶ－ＮＡＩＲＵ（时间依赖性ＮＡＩＲＵ）进行估算，并进一步将时间依赖性ＮＡＩＲＵ内生于三

角模型中，指出不同的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将产生不同的估计值。（２）创建了生产率增长趋势加

速变量，以精准反映生产率自身增长所引起的通胀效应（ＤｅｗＢｅｃｋｅｒ＆Ｇｏｒｄｏｎ，２００５）。（３）当期和

滞后通胀的高度相关性使统计学无法适用于菲利普斯曲线模型的估计和拟合度检测，戈登（Ｇｏｒｄｏｎ，

２０１３ａ）采用样本动态模拟技术避免滞后值受实际值的影响，研究发现采用该技术后的三角模型能更

好地解释美国的通胀现象，对美国１９９７－２０１３年的通胀动态模拟的平均误差仅为０．２５％。（４）三角

模型中列出的供给变量包括食品、能源的相对进口价格，其他产品的相对进口价格，但是没有涉及中

间进口投入品等其他开放经济因素，为准确考察能源价格等冲击对当期通货膨胀的影响，戈登（Ｇｏｒ

ｄｏｎ，２０１３ａ）放松了对食品和能源价格冲击变量系数的限制。

３．三角模型与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模型的比较。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Ｃａｌｖｏ，１９８３；Ｇａｌｉ

＆Ｇｅｒｔｌｅｒ，１９９９）以垄断环境为假设，以非市场出清和工资、价格粘性为前提，研究产出与通胀的相

关性。在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模型中，厂商对价格的调整较为缓慢，在制定价格时一般会参考未

来的成本和需求以及其他厂商可能的定价，因此，前瞻性在价格决策过程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二者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１）三角模型也被称为菲利普斯曲线的后顾模型，主要采用较长的

通胀滞后期解释通货膨胀惯性，并没有运用粘性价格和预期理论来解释通胀惯性。其中，通胀惯性

与预期形成、多期工资和价格合同含义相同。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模型不侧重惯性对通货膨胀的

影响，更侧重于前瞻性预期对通货膨胀的影响。（２）三角模型明确列出了供给冲击变量的来源，当存在

价格粘性或工资粘性时，供给冲击必定产生宏观经济外部性。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模型没有将供给

冲击单独作为考察要素，而是归于误差项中。（３）三角模型使用当前和历史失业率缺口作为超额需求量

的衡量指标，失业率缺口＝实际失业率－ＮＡＩＲＵ。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模型中，缺口变量的选择主

要分为两个版本：一种是产出缺口版本，即真实ＧＤＰ与潜在ＧＤＰ的差额；另一种是边际成本版本，例

如，Ｇａｌｉ＆Ｇｅｒｔｌｅｒ（１９９９）采用厂商实际边际成本对稳态下边际成本的偏离作为缺口变量。

对两种模型的争议主要发生在通胀预期变量和产出缺口变量的选择方面。戈登（Ｇｏｒｄｏｎ，２０１１）

指出三角模型不仅在标准拟合优度统计上优于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模型，而且在系数估计和动态

仿真方面也优于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模型。戈登（Ｇｏｒｄｏｎ，２０１３ａ）采用美国１９９６－２０１２年的通货

膨胀数据，分别使用三角模型和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模型进行估计，抨击了菲利普斯曲线失灵的

说法。研究发现，包含供给冲击变量的三角模型能够比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模型更好地追踪美国

的实际通胀轨迹，并为联邦政府提供更可靠的宏观经济信息。

二、经济周期研究

经济周期是宏观经济学领域的一个古老话题，１９世纪初叶以来，西方学者对经济周期理论展开

了广泛的研究，并产生了深远影响。戈登在经济周期领域的主要贡献是：测度和分析第二次世界大

战前后美国经济周期波动；研究经济周期波动的成因，特别是通过构建联立结构模型解释了美国“大

缓和”（ＧｒｅａｔＭｏｄｅｒａｔｉｏｎ）形成的原因。

（一）美国经济周期波动的测度

早在１９世纪末期就已出现经济周期波动的定量研究，但是大规模的系统研究则是从２０世纪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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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的。这一时期影响最大的是哈佛指数，其构造思想和方法被许多国家所效仿，但是进入２０世纪

２０年代后期，哈佛指数的规律性变得不明确起来，哈佛指数失败后，美国经济周期波动研究工作的

重心转移到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ＮＢＥＲ）。作为国家经济研究局的成员之一，戈登长期关注美国经

济周期波动的测度问题。

１．战前国民生产总值的新估计。戈登等（Ｂａｌｋｅ＆Ｇｏｒｄｏｎ，１９８９）提出了估计战前国民生产总值

的新方法，对１８６９－１９２８年的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名义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生产总值平减指数做出

了新的估计。在估计过程中利用了新的数据信息，包括交通、通信和建筑行业的产出数据以及消费

者价格指数，这些数据在１９１９年之前并没有被应用到国民生产总值的估计中。戈登等通过加入不

可观测的非商品对可观测商品的弹性，扩大了样本范围并且进行多种稳健性检验（替换因变量、调整

样本时间段、采用去趋势方法），研究发现，战前国民生产总值平减指数的新估计值比传统估计值的

波动小，实际上并不比战后时期波动更大。

２．大缓和时期经济波动的再估计。自２０世纪八九十年代一直到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之前，全球

经济位于“大缓和”时期，美国宏观经济学界也对此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戈登（Ｇｏｒｄｏｎ，２００５）将ＧＤＰ

支出结构分解成１１个变量，具体包括耐用品消费、非耐用品消费、服务消费、设备和软件投资、非居

住用建筑物、居住建筑物、存货投资、联邦政府支出、地方政府支出、出口、进口，研究发现，经济波动

减缓的８０％可以归因于这１１个单变量的波动趋稳，剩余２０％是由支出结构的变化所引起。

３．新一轮经济周期波动的基准日期预测。经济波动的基准日期是指宏观经济波动达到波峰和

波谷的时点，确定基准日期有利于分析经济波动特征以及确定经济变量间的时差关系，各国都非常

重视经济周期波动基准日期的确定。美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基准日期由国家经济研究局下属的经济

周期定期委员会确定，戈登（Ｇｏｒｄｏｎ，２０１９ａ）作为该委员会的成员之一，利用美国２００９－２０１８年的统

计数据对金融危机后美国的经济形势做出判断，认为十年间由于减税、两党预算协议以及股市的上

涨，美国经济有所复苏，但通货膨胀将高于美联储的预测。美联储如何应对更高的通胀以及金融市

场如何应对美联储的政策，将决定下一轮经济衰退的严重程度，戈登预测下一轮经济周期的转折点

大约在２０２１年。

（二）经济周期波动的成因

不同学者对经济周期波动的成因有不同的认知，货币主义学派认为经济波动的根源是货币政策

冲击，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学派认为造成经济波动的主要原因是技术冲击，新凯恩斯主义认为供需不

平衡是导致经济波动的根源。戈登对经济周期波动的成因也进行了一定的探究，在其出版的《美国

商业周期》（１９８６）论文集中，研究了消费、投资、库存变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开放经济和劳动力市

场等对美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其中，戈登重点研究了固定资产投资波动对美国经济周期波动的

影响，认为固定资产投资波动是美国经济波动中最重要的原因。固定资产投资一般分为住宅投资和

非住宅投资，非住宅投资又分为非住宅建设和生产者的耐用设备投资，住宅投资指标往往先于ＧＤＰ

达到一轮经济周期的波峰。

当学术界广泛展开对“大缓和”形成原因的探讨时，戈登（Ｇｏｒｄｏｎ，２００５）也对此提出了自己的观

点。他通过建立联立结构模型解释了各项经济指标波动趋缓的原因，联立结构模型包括短期总供给

方程（菲利普斯曲线）、金融市场均衡方程（反映货币政策操作的泰勒规则，相当于ＬＭ曲线）、产出缺

口方程（相当于ＩＳ曲线）以及失业率缺口和产出缺口的联合方程，其中供给冲击包括石油冲击、农产

品价格冲击、进口价格冲击、生产率增长冲击等，研究发现，产出波动程度减缓的２／３是由于需求冲

击的大幅下降，主要是指军费开支、住房建设支出和存货投资，另外１／３是由于供给冲击程度降低。

（三）缓解美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对策

１．财政政策。随着罗斯福新政的实施，财政政策成为美国调节经济波动的重要工具。然而，从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早期到２００７－２００９年的全球金融危机，财政政策很少用来稳定经济。金融危机使形

势发生变化，联邦基金利率在２００９年早期降为零以后，货币政策便无计可施。２００９年早期，传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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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政策又被引入，包括减税、增加转移支付和基础建设等一揽子计划。戈登等（Ｇｏｒｄｏｎ＆ Ｋｒｅｎｎ，

２０１０）利用１９３９－１９４１年的季度数据集估算了财政乘数的大小，并探讨了大萧条时期的复苏来源。

他们发现，虽然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有利于大萧条时期的复苏，但财政政策是主导因素，约占８９．

１％。正是由于１９４０年中期政府支出的爆炸式增长，政府支出占ＧＤＰ的比率从１９４０年第二季度的

１１．４％增加到１９４１年第四季度的２５．６％，大萧条才得以终结。

２．货币政策。１９７０－２００１年间，美国政府偏好于使用货币政策来调控经济周期。１９８０－１９８７

年间，产出负缺口非常突出，１９８８年美联储逐步降低联邦基金利率，一直持续到１９９３年，实现了稳定

产出缺口的目标。戈登（Ｇｏｒｄｏｎ，２００６）通过对比两次经济危机发现，实施货币政策有助于缓解经济

周期波动。１９２９－１９３３年间，正是因为货币政策没有做出反应，即美联储允许银行倒闭使得货币供

应量下降，从而加剧了经济波动；２００１－２００２年间，为应对金融危机，美联储采取了降低利率的宽松

货币政策，有效缓解了经济周期波动。

３．其他政策。戈登（Ｇｏｒｄｏｎ，２００６）对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和９０年代的美国经济进行对比，发现两个

时期经济发展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也存在一些重大的区别，其中一个就是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没有存款

保险制度等公共政策，银行破产引发许多美国家庭一生的积蓄被蒸发，进而导致１９２９－１９３３年的巨

大紧缩，存款保险制度的缺失导致了一场巨大的灾难。银行监管、存款保险制度、保证金规则等良好

的公共政策的实施都使得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的美国经济比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更加稳定。

三、长期经济增长研究

宏观经济学的一个基本任务就是发掘长期经济增长的源泉。戈登一直致力于美国长期经济增

长的研究，主要贡献有：第一，研究指出１８７０－１９７０年是美国经济史上的“特殊世纪”，其中２０世纪

２０－５０年代为“大跨越”时期，他认为“大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大创新”共同促成了美国经

济增长的奇迹。第二，对“新经济”时期创新促进长期经济增长持怀疑态度，与第二次工业革命相比

较，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影响较为有限，且这种影响在减弱。第三，戈登认为即使创新能够促进美国

经济长期增长，也仍然存在不平等加剧、教育水平下降、劳动人口减少、政府债务压力居高不下、全球

化和环境污染等六股逆风阻碍美国长期经济增长。

（一）“特殊世纪”

戈登（Ｇｏｒｄｏｎ，１９９９ｂ）指出１８７０－１９７０年是美国经济史上前所未有的一次大飞跃，并将其称之

为“特殊世纪”。这一时期经济快速增长是因为出现了跟衣食住行有关的“大创新”，电气化不仅改变

了工业生产方式，也奠定了现代生活方式，美国经济已经脱胎换骨。戈登认为在这个“特殊世纪”里，

２０世纪２０－５０年代可以被称为是美国经济发展史上的“大跨越”时期。为什么１８７０－１９７０年是美

国经济史上的“特殊世纪”？什么原因引发了大跨越呢？戈登（Ｇｏｒｄｏｎ，２０１６ａ）对此进行了深入探讨，

认为“大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大创新”共同促成了美国经济增长的奇迹。

１．大萧条。大萧条时期，罗斯福新政的出台，特别是１９３３－１９３５年《国家产业复兴法案》和１９３５

年《国家劳资关系法案》（即《瓦格纳法案》）的颁布，直接或间接地提高了工人的实际工资。实际工资

的增加和人均工时的下降相互影响，导致资本对劳动力的替代，设备投资强劲反弹。设备投资与设

备资本价值的比率从１９２８年的１３．６％上升到１９４１年的１７．１％，这一比率的明显提高，带来了技术

进步的加速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大萧条的另一个影响就是促使企业重组，利润下降，直接后果

就是裁员。然而，由于２０年代新思想新技术的延伸和影响，产出并没有在这一时期降为零，而是利

用更少的雇员生产出了同样的产出。

２．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美国的经济大萧条。二战爆发之后，美国几乎每一

个工厂，每一个公司都开足马力生产各种军用物资，战后制造业的每一个部分都曾经深度参与了制

造军事装备或零部件，战时学习所得推动了生产技术的永久性进步。与此同时，政府进行大量战时

设施建设，新建生产军事装备和军需品的工厂，修建“大口径”和“次大口径”石油管道，投资福特柳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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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该工厂在１９４４年顶峰时期每小时生产一架轰炸机，被称为“世界上最伟大的车间”。二战时期

的高压经济和政府提供的战时设施共同促进了生产率的提升。

３．创新。除“大萧条”和二战对大跨越的影响外，戈登也考虑到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２０世

纪初到７０年代经济的快速增长主要是由于１９世纪末的一些“伟大的发明”引起的，这些发明如此重

要，以至于进入２０世纪后引起更多的发明创造。在这些发明中最重要的是１９世纪７０年代电的发

明、８０年代与９０年代内燃发动机的发明。电的发明使电力照明成为可能，并被快速引入到办公室和

零售店里，随后逐步引入到普通家庭，到１９３０年，６８％的家庭实现了电气化。

（二）经济增长放缓

１９７０－１９９４年人均产出年增长率和劳动生产率都出现明显下降，全要素生产率仅为０．５７。导

致这一时期经济增长放缓的原因主要有技术创新的放缓、人口结构的变化、不平等加剧等。

１．技术创新速度开始放缓。１９７０年以后的创新步伐不再如“特殊世纪”的发明推动的那么广

泛，那么深入，进步范围日益狭窄且收益递减，与娱乐、通信和信息技术相比，其他领域的技术进步较

为缓慢（Ｇｏｒｄｏｎ，２０１３ｂ）。

２．人口结构发生变化。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和８０年代美国大量妇女开始从事社会工作，这些相对缺

乏经验的劳动力的注入使得平均劳动生产率有所降低（Ｇｏｒｄｏｎ，２０１４）。

３．不平等加剧。１９７０年之后，不断加剧的不平等意味着经济的红利不能平等分享，尽管处于高

收入阶层的人们仍在努力发展，但是中、低收入群体在不断增大的经济蛋糕中分享的份额不断减少

（Ｇｏｒｄｏｎ＆ＤｅｗＢｅｃｋｅｒ，２００７）。

（三）新经济

１９９５－２００４年间，信息技术、商业实践和经济政策的良性互动使美国出现了两高（高增长、高收

入）和两低（低通胀率、低失业率）并存的局面，被称为“新经济”（ＮｅｗＥｃｏｎｏｍｙ）时期。“新经济”倡导

者（技术乐观主义者）认为信息技术革命是一场与第二次工业革命同等重要的工业革命，甚至更重

要。但是，戈登（Ｇｏｒｄｏｎ，２０００）站在了技术乐观主义者的对立面，认为至少有两个原因使其存有怀疑

的余地。第一，新经济在耐用制造业（包括计算机和半导体制造业以及其他类型的耐用产品制造业）

创造了生产率的动态爆炸式增长，如果把耐用制造业从数据中剔除，复苏的程度就会大大减弱。第

二，关于生产率的周期性，有大量的文献支持这样一种观点，即当产出增长速度超过趋势时，生产率

增长异常迅速。１９９５－１９９９年间，美国产出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可持续增长的趋势，在一定程度上是

由两个不可持续的“安全阀”造成的，即失业率从５．６％下降到４．２％，经常项目赤字占ＧＤＰ的比重

从１．５％上升到３．９％。戈登（Ｇｏｒｄｏｎ，２０１６ｂ）认为，自工业革命以来美国经济高速增长主要依赖于

技术创新，如蒸汽机、铁路、电力、内燃机以及计算机和通信技术，但是，两次工业革命相比较，第二次

工业革命的影响力更大。“新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居民的生活方式，但是网上的世界并没有取

代现实世界，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也在逐渐放慢，“新经济”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开始减弱。

（四）美国长期经济增长的阻力

２００４年以后，美国经济增长进入新一轮缓慢增长期。戈登（Ｇｏｒｄｏｎ，２０１４）根据过去五年的产出

平均增长率（１．６％）、劳动生产率平均增长率（１．２％）和总工作小时数的平均增长率（０．４％）判断当

前美国经济处于长期停滞状态，潜在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似乎只有实际产出增长率３．１％的一半左

右。不仅当前经济增速放缓，戈登（Ｇｏｒｄｏｎ，２０１５）预测未来的前景也并不乐观，他提出一种计算未来

十年潜在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增长率的新方法，将美国２０１４年第三季度至２０２０年第四季度的增长

制定三种情景，分别称之为“悲观”（ｐｅｓｓｉｍｉｓｔｉｃ）、“基线”（ｂａｓｅｌｉｎｅ）和“乐观”（ｏｐｔｉｍｉｓｔｉｃ），戈登认为

乐观场景的预测基本不会发生，从长期来看，美国经济无法实现国会预算办公室对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

２．２％的预测，其预测的增长率为１．６％，合理范围从１．４％扩大到１．８％。

与１９７０－２００６年相比，２００６－２０１６年的实际ＧＤＰ增长率每年下降１．８２％，经济增长放缓的

５０％是由于生产率增长的放缓，除此之外，还有哪些因素导致当前及未来美国经济增长放缓呢？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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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指出即使创新加速，收入不平等的加剧、教育水平的下降、劳动人口下降、债务压力居高不下、全球

化和环境等问题的存在都将使美国经济增长率难以恢复到“大跨越”时期的水平。

１．收入不平等加剧。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后期，美国经济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明星效应”、“赢者通吃

综合征”等现象导致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在整个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不断提高（Ｇｏｒｄｏｎ＆ＤｅｗＢｅｃｋｅｒ，

２００７），而工会作用持续萎缩、最低工资不断缩水等导致中产阶级和底层收入群体的收入占比不断降

低。收入不平等加剧意味着９０％的底层群体的收入增长率将大大降低，制约着美国普通民众生活水

平的进一步改善。戈登（Ｇｏｒｄｏｎ，２００９）进一步探讨了这种不平等在未来是否会继续加剧，认为美国

的代际流动性不足是未来不平等加剧的主要影响因素。高收入的父母可以提供更好的教育机会，包

括书籍、电脑、高质量的日托、私立学校、家教以及对高成本大学的学费支持，同时，高收入的父母有

更好的社会网络，可以提供夏季实习和高薪公司的就业机会。代际流动的缺乏表明，未来的不平等

会进一步加剧。

２．教育阻力。教育程度的提高分为两个部分：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戈登（Ｇｏｒｄｏｎ，２０１６ｂ）研究

发现，美国高中毕业率从１９００年的不到１０％激增到１９７０年的８０％，是２０世纪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

驱动力。随后，高中毕业率处于下降趋势，在发达国家中，美国高中毕业率目前排名第十一。戈登

（Ｇｏｒｄｏｎ，２０１８ａ）指出，在大学层面长期存在的教育质量问题与负担能力和学生债务问题交织在一

起，未来看起来也并不太乐观。自１９７２年以来，大学教育成本的增长速度是总体通胀率的３倍多。

由于高等教育的学费过高，越来越多的下一代人可能选择不完成大学学业。虽然平均来看大学学历

意味着较高的收入和较低的失业率，但是大学生负债率也在增加，况且并非每个大学生都处于平均

水平。如果大学生所学专业就业前景不乐观或者需要读四年以上，将来就更会遇到一些麻烦，如学

历回报可能无法弥补助学贷款。综合来看，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教育阻力，即教育程度提高并不能

像以前一样快速推动生产率提高。

３．人口阻力。戈登（Ｇｏｒｄｏｎ，２０１４）研究发现，２００６年后经济增长放缓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工作时

间大幅下降，其中４０％的原因是人口增长放缓，其余６０％主要归因于劳动参与率的下降。（１）人口

增长放缓主要是三个方面的综合影响，包括生育率下降、死亡率上升、移民的减少。２００７－２０１５年

美国的生育率从２．１％下降到１．８％；１９９９－２０１５年高中及以下学历的３５～５４岁白人成年人的死亡

率稳步上升；居住在美国的合法及不合法移民从１９９０－２０００年的１１０万降至２０１０－２０１６年的６３

万，占美国人口的比例从０．３７％降至０．２０％。（２）劳动参与率下降。劳动参与率从１９６５年的

５８．８％上升到１９９７－２０００年的６７．１％的峰值，２００７年下降到６６．０％，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年继续下降到

６２．８％。在２００７－２０１７年下降的３．２个百分点中，２．５个百分点可以归因于美国人口的老龄化，１９４６

－１９６４年出生的婴儿潮一代正在从工作过渡到退休，剩余的０．７个百分点主要归因于黄金年龄男性

（年龄在２５～５４岁之间）的劳动参与率较低，尤其是那些高中及以下学历的男性。

４．财政阻力。政府财政的未来账单在今后几十年将会到期。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预测２０２４年

联邦债务占ＧＤＰ的比例是７８％。但是戈登（Ｇｏｒｄｏｎ，２０１４）认为国会预算办公室描绘的前景过于美

好，对未来产出增长及联邦税收收入的预测过于乐观。戈登在潜在ＧＤＰ增长率预测的基础上，对国

会预算办公室预测的债务／ＧＤＰ比率进行了调整，用预测的潜在ＧＤＰ增长率替代分母，通过减少联

邦税收的预期增长调整分子计算出政府债务的新名义价值，预测到２０２４年债务／ＧＤＰ的比率是

８７％，高于国会预算办公室的预测值９个百分点。即便按照国会预算办公室的预测，２０２０年以后财

政资金也会出现问题，医疗保险信托基金余额和社会保障基金余额预计在２０３０年左右为零。

５．全球化。经济全球化具有双重性，实现经济全球化对各个国家来说都是机遇与挑战并存。戈

登（Ｇｏｒｄｏｎ，２０１６ｂ）指出，２０００－２００７年美国见证了发展中国家制造能力增强带来的巨大冲击，进口

品蜂拥而至，贸易逆差增加，工厂倒闭，千百万高中及以下学历的工人因此丧失了获得中等收入的机

会。全球化用实践检验了要素价格均等化的经典经济理论———发展中国家的工资提高，发达国家的

工资增长减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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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环境问题。戈登（Ｇｏｒｄｏｎ，２０１８ｂ）研究指出，虽然全球变暖的程度和影响是有争议的，但毫无

疑问，它们正在发生或即将引起沿海洪水或更频繁猛烈的龙卷风等天气变化，将会减缓未来经济增

长。碳税政策的颁布与实施，如企业平均燃油经济性等燃油经济标准，将促进投资转向研究领域，唯

一目的是提高能源效率和燃油经济性。相关规制要求机械或家用电器替换成更节能的款式，将增加

资本成本。

除此之外，戈登（Ｇｏｒｄｏｎ，２０１８ｂ）认为净投资减少也是长期经济增长减缓的原因，人口增长放缓、

劳动参与率降低、创新影响减弱等减少了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同时，经济增长放缓也反过来进一

步导致净投资减少，因此净投资减少既是经济增长放缓的原因，也是经济增长放缓的结果。

如何克服以上阻力？戈登（Ｇｏｒｄｏｎ，２０１８ｂ）提出未来克服阻力的政策方向。第一，实施累进税

率、提高最低工资、推行劳动所得税抵免等政策，可减少高收入群体的可支配收入，增加低收入群体

的可支配收入，缩小贫富差距。第二，完善各层次教育、取消累退性规制以实现更大的机会平等。第

三，改革移民政策，鼓励教育水平和技能水平较高的人群进行移民，提高美国劳动力平均质量。第

四，加大对顶层收入的征税，取消或大幅限制税收减免，征收碳税等，以便解决财政阻力。

四、生产率增长研究

生产率问题一直是研究经济增长的经济学家们所关注的重点问题。戈登在生产率增长领域的

主要贡献有：长期追踪美国生产率增长的变化趋势，对比分析美国和欧洲生产率增长的差异，深入探

讨差异背后的原因。

（一）美国生产率增长的历史回顾及预测

１．美国生产率增长的总体变化趋势。戈登（Ｇｏｒｄｏｎ，２０１３ｂ）回顾美国近一百多年来生产率的增

长情况后指出，发展最为迅速的时期是在１９２０－１９７０年间，该时期人均产出的年均增长率为

２．４１％，劳动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为２．８２％，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为１．８９％。而１９７０－１９９４

年全要素生产率仅为０．５７，甚至低于１８７０－１９２０年间。１９７０年之后的技术进步转向了人类活动的

一个狭窄领域，真正有突破的技术创新主要是在信息通信行业，也就是出现了电子计算机和手机。

除了这两个领域，衣食、交通、住宅等其他领域的技术创新都开始放慢，因此，１９７０年后的技术创新

无法跟１９４０年前的创新相提并论。

１９９５－２００４年间美国生产率出现了短暂的复苏。部分学者认为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促进了生

产率的复苏，但是戈登（Ｇｏｒｄｏｎ，２０１３ｃ）认为，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信息通信技术投资的繁荣是不可持

续的，我们不太可能再次目睹计算机硬件投资连续５年以每年３０％以上的速度增长。戈登承认信息

通信技术生产对整个生产率增长有所贡献，但同时也列举四大理由，证明已有分析夸大了信息通信

技术对生产率增长的贡献程度，即所谓的资本深化效应。首先，这些分析不切实际地假设计算机的

使用在安装之后能立即实现生产率回报。其次，最近的研究表明零售业生产率增长的强劲复苏并非

主要源于信息通信技术的使用。第三，美国各州的不同生产率增长似乎与信息通信技术生产有关，

而与信息通信技术的使用无关。第四，欧洲的零售商使用与美国相同的信息通信技术设备，但生产

率却未能复苏，这再次表明生产率复苏的核心因素并不是信息通信技术。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

１９９５－２００４年生产率增长的复苏呢？戈登（Ｇｏｒｄｏ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３；Ｇｏｒｄｏｎ，２００４ａ）认为有两方面的原

因：一方面，２０００－２００２年股票市场泡沫破灭导致企业大幅度缩减成本，就业人数骤减，随着产量的

增长和就业衰减，生产率得以大幅提升。另一方面，尽管对计算机的投资比重出现大幅下降，但是计

算机及因特网的发明所带来的益处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期到２００１－２００４年之间实现了溢出效应。

戈登（Ｇｏｒｄｏｎ，２０１９ｂ）研究发现，２００４年以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表现平平，２００４－２０１５年的全要

素生产率增长不足１９９５－２００４年的一半。在１９９５－２００４年完成了向现代方式过渡之后，美国商业

实践的变革速度明显放缓。到２００５年，平板显示器已经完成了向现代化办公的过渡，在世界各地，

办公室工作使用的设备和办公室雇员的生产率都与１０年前非常类似。自２０世纪八九十年代大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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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的发展、结账通道使用条形码扫描仪后，零售业的变革已经很少。沃尔玛和其他零售商改造了供

应链、批发分销、库存管理、定价和产品选择，但是从传统小规模零售转变带来的生产率提高已经基

本结束。２０世纪八九十年代，信息和通信技术革命在很多方面改变了金融业和银行业，例如，ＡＴＭ

的普及及证券交易所的快速交易，然而近十多年来，除了股票价格的跌宕起伏，再无任何大的改变。

２．行业生产率差异。戈登不仅关注美国总体生产率增长的变化趋势，而且对美国不同行业的生

产率也做出了深入分析，认为美国不同行业的生产率参差不齐。戈登（Ｇｏｒｄｏｎ，１９９１）估算交通运输

行业的生产率估计得出，１９７８－１９８７年与１９７８年之前的时期相比，铁路的生产率增长明显加快，但

航运的生产率增长却大幅放缓。１９７０年是美国航空出行从快速发展步入缓慢发展的转折点，主要

表现为航空出行价格下降较慢以及航空出行质量一直下滑。戈登（Ｇｏｒｄｏｎ，１９９２）对生产率特别高或

特别低的企业的管理人员进行了一系列电话访谈，该访谈揭示了在传统计量经济学的研究中被遗漏

的许多变量和关系，并发现电力行业是美国过去几十年生产率增长放缓的罪魁祸首。

早期，经济学家主要致力于对农业、工业（特别是制造业）生产率的研究，而对服务业生产率的研

究相对较晚。戈登（Ｇｏｒｄｏｎ，１９９６）对各行业的生产率进行对比分析发现，制造业生产率增长表现良

好，非制造业尤其是服务业表现不佳。具体到服务行业，服装零售业生产率表现良好，而食品零售业

表现不佳。他认为各行业生产率存在差异可能有两个原因：其一，一些行业（如电力公用事业和航空

公司）达到了技术前沿，早期快速生产力增长的源泉已经枯竭。其二，食品零售业和一些服务业生产

率增长缓慢，反映出美国劳动力议价能力较弱。

３．美国生产率预测。为预测未来２０年的增长情况，戈登（Ｇｏｒｄｏｎ，２０１０）提取了过去７年、２０

年、１１６年劳动力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情况，得出结论：未来２０年（２００７－２０２７年）实际

ＧＤＰ增长约为２．４％（与２０００－２００７年持平），人均实际ＧＤＰ增长率约为１．５％，劳动力生产率增长

约为１．７％。戈登（Ｇｏｒｄｏｎ，２０１５）根据不同场景预测的新方法，对未来劳动生产率的预测做了调整，

预测未来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核心“基线”为每年１．２％，与２００４－２０１４年的实际增长率相同。他认为

１９９６－２００４年间生产率增长的短暂复苏是一个偶然事件，不太可能在未来１０年重演。

（二）美国和欧洲生产率增长的对比分析

戈登（Ｇｏｒｄｏｎ，２０１９ｂ）也对比分析了１９５０－２０１５年美国和欧盟各国的生产率增长情况，发现欧

盟各国在１９７２－１９９５年间的总生产率增长速度与美国在１９５０－１９７２年间增长速度的记录非常接

近。欧洲一直在追赶美国，从１９７２年占美国生产率的６０％上升到１９９５年的８８％，１９９５年之后欧洲

的生产率水平开始下降，从占美国的８８％下降到２０１０年的７８％。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１９９５年后

欧洲国家的生产率增长落后于美国呢？

１．美国和欧洲批发和零售贸易存在差异。戈登（Ｇｏｒｄｏｎ，２００４ｂ）对工业部门的分类研究表明，欧

洲和美国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使用信息技术的行业，如批发和零售贸易。美国的零售业已经被沃尔

玛、家得宝、百思买等所代表的“大卖场”（ｂｉｇｂｏｘ）形式所彻底改变，这些“大卖场”具有较低的价格优

势和较为便捷的自助服务系统。但是，欧洲市中心主要保留了一些效率低下的、小规模的商店。

２．欧洲与美国劳动力市场的政策存在差异。戈登等（ＤｅｗＢｅｃｋｅｒ＆ Ｇｏｒｄｏｎ，２０１２）认为，美国

的工会相对比较弱，实际最低工资水平相对较低且呈下降趋势，合法或非法移民对低技能劳动职位

的竞争激烈。但是，在一些欧洲国家，雇用一个低技能的劳动力也是非常昂贵的，因为最低工资率很

高且政府需要征收较高的工资税来维持医疗保障和派发养老金。２００７－２０１０年间，美国和欧洲都

面临产出水平的严重下降，美国通过大规模裁员，削减过多的劳动力投入，提高了生产率。同一时

期，欧洲国家并没有发生大规模裁员，为了使企业保留员工，政府鼓励企业减少工作时间，从每周４０

小时减少到每周２０小时。政府为这一“工作分享”政策提供补贴，工人的工资水平并没有明显下降。

通过避免大规模工人失业，欧洲一些国家避免了像美国那样遭受长期失业的痛苦，但其代价是生产

率停滞不前。

３．美国和欧洲的文化属性差异。戈登（Ｇｏｒｄｏｎ，２０１９ｂ）研究指出，欧洲的文化属性抑制了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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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野心和独立性的发展，而美国则鼓励他们这样做。美国青少年在课后工作，大学生必须工作赚钱

支付大部分教育费用，而欧洲青年则享受政府免费支付的大学学费和津贴。欧洲形成的这种“依赖

性”的文化使得年轻人缺乏独立意识，劳动参与率较低。另外，美国机构和金融市场不断鼓励创新，

欧洲则仍然处于阻碍竞争和抑制新参与者的社团主义机构的控制之下。

五、简评

罗伯特·戈登是美国著名的宏观经济学家，涉猎广而著述多，在通货膨胀与失业、经济周期、长

期经济增长和生产率等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并产生了广泛的学术影响。

１．对宏观经济数据的准确测度展开了大量细致的研究。戈登在服务于博斯金委员会期间，明确

区分了“生活成本指数”与“消费者价格指数”，呼吁大家关注一些重要的测量偏差。其所著的《耐用

消费品价格的测度》（１９９０）一书构建了与产品质量相挂钩的１０５种投资品和耐用消费品价格指数，

至今仍是该领域的范本。此外，戈登提出并完善了三角模型。该模型早期假定 ＮＡＩＲＵ是固定值，

随着ＮＡＩＲＵ估计偏差增大，戈登利用随机时变参数回归模型对ＴＶＮＡＩＲＵ（时间依赖性ＮＡＩＲＵ）

进行估算，并将ＴＶＮＡＩＲＵ内生于三角模型中。在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经济周期测定委员会任职

期间，戈登长期关注美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度量问题，与合作者提出了估计战前国民生产总值的新方

法，对二战前美国经济周期波动进行重新度量，从根本上改变了学者们对战前战后经济周期的差别

认识。

２．致力于美国长期经济增长的研究。戈登所出版的《美国增长的起伏》（２０１６）一书使其声名远

播，他将美国１８７０－１９７０年称作“特殊世纪”，提出大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第二次工业革命的

大创新共同造就了这一时期美国经济的奇迹。在近期有关技术创新对美国生产率增长影响的讨论

中，戈登也扮演着重要角色，认为目前对技术创新的作用存在夸大的嫌疑，且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相

比，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影响较为有限。同时戈登认为，即使创新能够促进美国经济长期增长，也仍

然存在不平等加剧、教育、人口、财政、全球化和环境这六股逆风阻碍美国长期经济增长。

３．通过实证模型深入研究宏观经济问题。为解释美国“大缓和”时期形成的原因，戈登通过构建

联立结构模型进行研究发现，产出波动程度减缓的２／３是由于需求冲击的大幅减少，主要是指军费

开支、住房建设和存货投资，另外１／３是由于供给冲击程度降低。为解释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美国经济

出现的“滞胀”现象，戈登提出著名的三角模型，认为影响通货膨胀率变化的三个因素主要是通货膨

胀惯性、需求冲击和供给冲击。当前对菲利普斯曲线的理论研究主要倾向于三角模型和新凯恩斯菲

利普斯曲线的融合，戈登也肯定了这一趋势的发展。

总体来看，戈登的研究采用了具有创新性的、复杂的实证研究方法，并不断在方法论上进行改进

和完善，使得研究结论具有很强的科学性，推动了宏观经济领域的研究进程，对我国相关领域的研究

也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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犅狉狅狅犽犻狀犵狊犘犪狆犲狉狊狅狀犈犮狅狀狅犿犻犮犃犮狋犻狏犻狋狔２９（２）：２９７－３４６．

Ｇｏｒｄｏｎ，Ｒ．Ｊ．（１９９９ａ），“ＴｈｅＢｏｓｋｉｎ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ｒｅｐｏｒｔａｎｄｉｔｓａｆｔｅｒｍａｔｈ”，犕狅狀犲狋犪狉狔犪狀犱犈犮狅狀狅犿犻犮犛狋狌犱犻犲狊１７：４１－６８．

Ｇｏｒｄｏｎ，Ｒ．Ｊ．（１９９９ｂ），“Ｕ．Ｓ．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ｇｒｏｗｔｈｓｉｎｃｅ１８７０：Ｏｎｅｂｉｇｗａｖｅ？”，犃犿犲狉犻犮犪狀犈犮狅狀狅犿犻犮犚犲狏犻犲狑８９（２）：１２３－１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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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ａｐｅｒｓ，Ｎｏ．１０６６０．

Ｇｏｒｄｏｎ，Ｒ．Ｊ．（２００４ｂ），“Ｔｗｏｃｅｎｔｕｒｉｅｓ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ｇｒｏｗｔｈ：Ｅｕｒｏｐｅｃｈａｓｉｎｇ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ＮＢＥＲ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ｓ，Ｎｏ．１０６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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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ｏｒｄｏｎ，Ｒ．Ｊ．（２００９），“Ｈａｓｔｈｅｒｉｓｅｉ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ｂｅｅｎｅｘａｇｇｅｒａｔｅｄ？”，犆犺犪犾犾犲狀犵犲５２（３）：９２－１２０．

Ｇｏｒｄｏｎ，Ｒ．Ｊ．（２０１０），“ＲｅｖｉｓｉｔｉｎｇＵ．Ｓ．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ｇｒｏｗｔｈｏｖｅｒｔｈｅｐａｓｔｃｅｎｔｕｒｙｗｉｔｈａｖｉｅｗｏｆｔｈｅｆｕｔｕｒｅ”，ＮＢＥＲ

ＷｏｒｋｉｎｇＰａｐｅｒｓ，Ｎｏ．１５８３４．

Ｇｏｒｄｏｎ，Ｒ．Ｊ．（２０１１），“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Ｐｈｉｌｌｉｐｓｃｕｒｖｅ：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ａｎｄｂｉｆｕｒｃａｔｉｏｎ”，犈犮狅狀狅犿犻犮犪７８（３０９）：１０－５０．

Ｇｏｒｄｏｎ，Ｒ．Ｊ．（２０１２），犕犪犮狉狅犲犮狅狀狅犿犻犮狊，１２ｔｈｅｄ，Ｐｅａｒｓｏｎ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Ｐｒｅｓｓ．

Ｇｏｒｄｏｎ，Ｒ．Ｊ．（２０１３ａ），“ＴｈｅＰｈｉｌｌｉｐｓｃｕｒｖｅｉｓａｌｉｖｅａｎｄｗｅｌｌ：Ｉｎｆ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ＮＡＩＲＵ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ｓｌｏｗ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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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ｄｓ），犛犲犮狌犾犪狉犛狋犪犵狀犪狋犻狅狀：犉犪犮狋狊，犆犪狌狊犲狊犪狀犱犆狌狉犲狊，Ｌｏｎｄｏｎ：ＣＥＰＲＰｒｅｓｓ．

Ｇｏｒｄｏｎ，Ｒ．Ｊ．（２０１５），“Ｓｅｃｕｌａｒｓｔａｇｎａｔｉｏｎ：Ａｓｕｐｐｌｙｓｉｄｅｖｉｅｗ”，犃犿犲狉犻犮犪狀犈犮狅狀狅犿犻犮犚犲狏犻犲狑１０５（５）：５４－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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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ｏｒｄｏｎ，Ｒ．Ｊ．（２０１６ｂ），“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ｏｎｔｈｅｒｉｓｅａｎｄｆａｌｌ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ｒｏｗｔｈ”，犃犿犲狉犻犮犪狀犈犮狅狀狅犿犻犮犚犲狏犻犲狑１０６（５）：

７２－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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